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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中西颂新“神”:
论沈从文边城世界的“意识形态”

张保华
(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81)

摘 要:沈从文边城世界的“意识形态”包蕴着传统桃花源“顺应自然”和西方乌托邦“征服自然”的双重因子，
其东方式顺应自然观念以及相应的伦理价值对“科学”的阐释，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既能实现其启蒙理想又能保
持边城世界的牧歌性的新“神”，也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价值理性的内蕴。沈从文采撷中西、两相乘除、
优化融合而成的“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生存想象，显示了一位立足传统、容纳世界、与时俱化的优秀作家深广的思想
视界。这个充满张力的思想视界无论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还是对于现代性发展已经呈现出负面影响而
寻求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西方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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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向存在发问、遥望理想生存的载体，几
千年来，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学脉系世世代代薪尽火

传，不断增砖添瓦，构建起了各自具有本民族文化、哲
学特色的精神栖居之所。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
记》及其他相关归隐田园的诗文，就是如此———其精
神家园的“模式感”如此之强，以至于成为影响后代
作家心理精神结构的关于理想生存图景的荣格式“原
型”。到了 20世纪 30 年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以小说
《边城》及其湘西题材的小说、散文，生动地描摹出了
一个天人和谐、抱朴含真的边城世界，与陶渊明的桃
花源相隔千年，遥相呼应。但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交
织、中西文化融合的转型时代的沈从文，基于边城世
界的民族生存想象显然又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考量和

思想视界。
一

在人类发展史上，各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理想

生存想象。在西方，大约公元前 4 世纪，出现了哲学
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了 16 世纪以后，相继出现
了托马斯·莫尔的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乌托邦》
及其他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乌有之乡。这
些均可看作以《理想国》为原型的关于理想社会的生
存想象。卡尔·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一书中曾经指出，乌托邦一旦成为实践模式，必然沉

积为一种维持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1］。即使没有成
为一种实践模式，任何乌托邦理想也都具有维系该系

统独立完满地存在的某种“意识形态”。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哲学使相应的理想国度的

“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使“理
想国”或者“乌托邦”都建构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强调
人在改进人类历史中的主体作用。拿《理想国》与
《桃花源诗并记》相比较，中西民族关于理想生存的
思维品质与价值诉求的不同显而易见，虽然都把追求

社会和谐作为终极目标，但“理想国”中强调社会等
级和分工，各类公民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秩序井
然。而划分等级和分工的依据是一个人智慧的高低，
因而“理想国”推崇理性，重视教育对人的心灵陶冶
和智慧培育作用。“桃花源”则“虽有父子无君
臣”［2］，人们委运自然，平等相处，自给自足，各安天
命，因而“桃花源”绝圣弃智，所谓“虽无纪历志，四时
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3］。是运用人智
还是顺应自然，反映出中西民族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

态度，这种区别反映出各自所宗的“人为自然立法”
的人本哲学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
道本哲学的本源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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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理想国》的意识形态是理性主导下的
“征服自然”，那么统摄桃花源世界的“意识形态”则
是“顺应自然”。我们知道，任何乌托邦都是远离现
实世界的一个想象国度，但中国的“桃花源”更有自
己的特点，即处于一个历史时空封闭的环境中，并赋

予这个“封闭”以某种理念的象征意义———“息交绝
游”，拒斥、否定外部世界的主流历史文明，从而保证
师法自然、安分自足的价值观及社会理想的实现。陶
氏桃花源封闭的地理环境自不必说，“乃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正是暗示的与主流历史文明的隔绝，其“不
足为外人道也”对外部文明的主动拒绝与老子的“老
死不相往来”、庄子的“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气息相
通，将时空的封闭看作保持自然价值的必要途径。在
桃花源这个封闭自足的国度里，人们依据天光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根据时令植菽采稷，春种秋收。没有君
王，不受官府节制，应天而动，顺时安分，从而获得“自
然”本性，人性“抱朴守真”。正是在这样一个顺天守
时、秩序井然的世界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安然
和谐，其乐融融。

二

作为桃花源原型的现代承续，沈从文的“边城世
界”具有跟桃花源相似的内在和外在意义结构。“边
城”所在地湘西苗区万山环绕，加之历代统治者实行
民族隔离政策，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当地的行政

管理，一直到清康熙年间“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
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后来“清王朝实行‘改土归
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
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
到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央集权统治在这里

更形松散”［4］22。长期封闭的环境不仅使这里“言语
饮食，迥殊华风”［4］14，道德观念、处事方式上更是沿
袭了上古风习，这种社会结构和地方风俗的特点甚至

到了《边城》故事发生的后辛亥革命时期仍然没有根
本的改变。不过，与桃花源“顺应自然”的意识形态
有所区别的是，湘西深厚的巫楚文化土壤，又使道家

的顺应自然与万物有灵的神灵崇拜相混合，人们敬神

守法———神即自然，法乃古习，“一切皆保持一种淳
朴，遵从古礼”［5］107。在“边域世界”，人间聚讼皆照习
惯法来解决。惟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必需
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颇有部落时代的遗风。这
里没有同时代别的地方等级森严的官吏行政制度，负

责地方治安的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

因与地方和谐相处，平时几乎不为人意识到其存在

( 小说中端午节放鸭子等场面的描写极力渲染着军民

同乐的和谐关系) ，因而政府式的行政管理在这里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秩序的运行依据的是自古形成

的习惯。在尚古的民族思维传统里，无论儒家还是道
家对“上古之世”都极为推崇，而“上古之世”人们的
行为准则是准乎自然的，遵循古习也往往就意味着顺

应自然。
这个以顺应自然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桃花源，其人

性与生命具有与外部世界迥异的特征，即人与人之间

不存在社会地位上的尊卑高下，皆顺应自然而生成，

众生平等。“边城世界”中顺顺虽为船总，但从不骄
纵于人，待人和善，慷慨大方，水面得来的钱财还在水

面上散去，去留无意。翠翠在山野间长养而成，如同
黄麂，无机心，无忧虑，自由自在。由顺应自然而万物
齐一，由万物齐一而生命平等，由生命平等而仁民爱

物，“边城世界”人性的古朴仁爱所来有自。
在人事上顺应自然以外，沈从文还描写了“边城

世界”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图景:“秋冬来时，人家房
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
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

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边城的屋
舍临山滨水，因地制宜，与周围地势相得益彰，这种建

筑原则及艺术也同样是拜顺应自然所赐而得之，而这

种“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之美，同样会产生美好
的德性，因为“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6］107。
“边城世界”在“师法自然”、“顺应自然”主导价
值观念的规约下，人性呈现出如道家所追求的全真保

性、见素抱朴等美好的一面，沈从文将之与来自民间
文化熏陶的原始、雄强的生命力结合到一起，展开了
“边城”文本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多重批判，如贪欲
之下的人性自私堕落，文明禁律束缚下的生命力萎缩

等等，并由此思索以“美与爱”为核心的民族品德重
造问题。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沈从文并非对传统
道家的“顺应自然”无保留的接受，他的自然观实际
上更接近于卢梭的“回归自然”，即被文明扭曲的人
性向“优美、健康、自然”的天性的回归。沈从文是向
前看的，他的目的非常明确，“我立意不在于领导读者
去‘桃源’旅行……，借……为人类的‘爱’字做一度
恰如其分的说明”［7］。这里，“桃源”是具有双关的含
义的，既实指桃源县，也虚指桃花源。

三

沈从文不是要引领读者回到陶渊明的“桃花
源”，那个正直文人趋遁的“理想国”或风雅文人艳羡
的“温柔乡”均在志在改造国民品性、建设“爱”的国
度的沈从文的视野之外。也就是说，“边城”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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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批判人性日益堕落衰败的都市文明的对立性

坐标和缓解心灵压力的灵魂栖居所，但决不是其构建

理想社会的目标。个中主因就是对作为桃花源式社
会主导意识形态“顺应自然”的不满与反思。
沈从文有一篇散文《桃源与沅州》，首先消解了

人们关于桃源世界的梦幻式想象。这篇游记描写了
桃源县的历史风习与边民的生存现状，这里既有古已

有之的“合法”的卖淫，也有使用新式汽车运输的“违
法”的鸦片，还有不久前发生的针对农民暴动的杀戮，
在对种种腐败批判中，隐含着作者对边民“生命观”
的隐忧:遵循亘古不变的生活习惯的麻木的生死，生

命的轻贱，如妓女染病仍然接客，病重死亡时“土里一
埋也就完事了”。小水手不小心淹死了，掌舵的只需
把衣物交与其父母，“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
当地农民在大学生的率领下请愿遭到的镇压，死了四

十几个人，“几年来本地人派捐拉夫，在应付差役中把
日子混过去，大致把这件事也慢慢的忘掉了”。几个
无意识运用的表示“完成”、“过去”时态的“了”字，让
我们仿佛看到了鲁迅、萧红笔下的国民生态状貌———
盲目生死，麻木健忘，终日发生着“几乎无事的悲剧”。
沈从文也并非只是守常不变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含泪的笑”之下“求变”的渴望同样强烈，就表达着
作者改变顺应自然的民族思维习惯的欲求。比如老
船夫的女儿死后，小说这样写他的内心苦楚:“翠翠的
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

排”，事实上后来老船夫在对待翠翠的婚事上的主动
态度与对其女儿时的顺其自然已经有所不同。沈从
文对这个令人惆怅的悲剧故事的成因的思索同样充

满了“变”的动机，“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
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
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6］121“顺应
自然”的结局并非都是“天随人愿”，如故事中所写一
样，“到处是不凑巧”。当人们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
不具有沈从文常说的“支配自然”的意愿与能力时，
即使是“充满了善”的动机，结果同样是令人伤感的。
在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中，作者更是直

接表达了变顺应自然为征服自然的天人观。也就是
说，沈从文提出了扬弃、改造民族性格、思维的主张。
沈从文对囿于一隅的边城人，一面极力肯定他们担负

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不畏贫贱艰难的忠
实庄严的生活态度(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另一
方面又为他们生命如无生命的物质一样自然放射分

解却“对历史毫无担负”而“忧郁”。“这些不辜负自
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

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
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

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改变历史，
创造历史。一分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我们
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一种‘惶恐’，
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

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
些人狂热到一种新的竞争方面去?”［8］

这是一段具有沈从文特色的言说方式，但却有着

“五四”启蒙作家探求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理
路。可见，“五四”一代对道家( 包括道教) 的批判显
然给予了沈从文潜在的影响。特别是与沈从文有着
师承关系的周作人在《乡村与道教思想》中所说的
“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下人们自身的旧思
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9］等，给予沈从文
思考民族品德重造和民族生存发展出路时以思想

资源。
那么如何改变这些人蒙蔽的生存状态呢? 沈从

文的答案是，“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
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
的‘命运’”。强调理性，生成主体意志，并用“意志”
代替“命运”，希望“边城人”由“对历史毫无担负”到
主动地参与历史，从“与自然妥协”( 顺应自然) 到能
够“支配自然”。很明显，一向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
与“五四”作家不大相同的沈从文在发明人的主体精
神这一点上，回归了“五四”的轨道。在肯定传统的
自然人性的基础上，融化、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提出
了主要针对“边城人”的“新道家思想”，即发扬自然、
健康、优美的人性特质的同时，又能够以积极的主体
人格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四

沈从文在传统国民性中注入了“意志”、“理性”
这些现代品格，希望中国民族能够运用“科学”，驾驭
自然，征服自然，与他族竞争生存，共赴“世界大同”。
很显然，这个充满开放性特点的大同社会已与封闭的

桃花源大不相同，其意识形态也由“顺应自然”转变
为以“科学”、“理性”等西方现代价值为工具的“征服
自然”。这里，沈从文“借以看民族品德的重建该从
何处入手”的“边城世界”已与前述柏拉图的“理想
国”有了超越时空的精神链接。
那么，边城世界在进行“意识形态”的现代转换

过程中，是不是出现了精神“断裂”? 答案是否定的。
这也正是沈从文“民族品德重建”的独特之处。在普
遍的追慕西方的“科学”等现代价值的主流声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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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于传统既不妄自菲薄，对西学也不盲目地随

波逐流，真正做到了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
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0］。他将传统思想
中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融会贯通，“别立新宗”———
寻找承自农耕文明的自然之“神”与引自西方工业文
明的“科学”在人类精神价值向度上的契合点，从而
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生存寻求继往开来的路标:

在科学还没有使人人能相信自己以
前，仍然尽他们为神所管束，到科学发达够
支配一切人的灵魂时候，神慢慢的隐藏消
灭，这一切都不须我们担心。但神在 × ×人
感情上占的地位，除了他支配自然以外，只
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和爱:科
学第一件事就是真，这就是从神性中抽出的
遗产，科学如何发达也不会抛弃正直和爱，
所以我这里的神又是永远存在不会消
灭的［5］124。
所谓的“神”，并不是迷信，而是“正直和诚实和

爱”，亦即沈从文一贯称颂的“人性”及其极致“神性”
的抽象表达，这种神性价值与科学不仅不矛盾，还有

内在的统一性。因为“科学”的本质是“真”，“真”是
“从神性中抽出的遗产”，因而“科学如何发达也不会
抛弃正直和爱”，这是作者从他一贯的道德视角来看
待“科学”的伦理价值的。将“科学”道德化，在沈从
文并不难理解，一般说，科学求真，艺术求美，道德求

善，似乎各司其职，互不关涉，沈从文却常常从自然之

美中体悟到“善”，并认定“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
式”，既然如此，那么将“科学”的“真”视为“善的一种
形式”也是顺理成章的。这里，我们看到，沈从文有意
识地从道德视角将“神”与“科学”联系起来，突出二
者精神价值的共通性、延续性，希望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能够将来自于自然的这些“神性”薪火相传下去，

这个思想非常耐人寻味，这是不是沈从文在进行启蒙

时，为预防西方式的工具理性膨胀导致道德堕落而做

的未雨绸缪?

我们知道，工具理性的膨胀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

背景，归根结底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有关，在这

种哲学观念下，人是万物的主宰，自然是可以用来任

意支配、掠夺的对象，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
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这种本来旨在解放人类的理性

变成了束缚自我和统治自然的异己物。在沈从文时
代的中国，虽然工业文明还不很发达，但是现代物质

文明尤其是商业文明对人的道德的消极影响显而易

见，沈从文批评“海派”的文章中，常常感叹“‘现代’
已经到了湘西”，“唯实唯利的人生观”日渐占据原本
淳朴的乡下人心灵。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视外
部世界为与人和谐合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表征人的

存在意义、体现终极关怀的心灵归宿之所。毋庸多
说，这种理念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
相通的。沈从文虽然没有如马克斯·韦伯那样对理
性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11］，但他以文学的形式将“科
学”与“现代”做了区分，二者的内涵与分野与韦伯关
于两种理性的阐释有异曲同工之处。值得注意的是，
沈从文的东方式顺应自然观念以及相应的伦理价值

对“科学”的阐释，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既能实现
他的启蒙理想，又能保持边城世界的牧歌性的新

“神”，也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价值理性
的内蕴。沈从文采撷中西、两相乘除、优化融合而成
的“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生存想象，显示了一位立足
传统、容纳世界、与时俱化的优秀作家的深广思想视
界。这个充满张力的思想视界无论对于从传统向现
代转型的中国，还是对于现代性发展已经呈现出负面

影响而寻求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西方都具有深刻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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